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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历史文献、古地图和现代遥感数据，引入历史学古代城镇形态复原方法，复原（提

取）明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113座城镇7个时间断面（1461年、1820年、1930年、1970年、1980

年、2000年和2010年）下的城镇边界，采用扩张速率、扩张效率、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

分析了近六百年来区域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取得以下研究结果：① 研究

时段内，区内城镇用地总规模由205.98 km2增加到6442.19 km2，扩大了31.27倍；城镇扩张经历

了萌芽阶段（明清时期）、起步阶段（民国至改革开放前夕）、成长阶段（改革开放至2000年）和加

速阶段（2000—2010年），城镇扩张速率不断加快，但扩张效率有待提升；② 在城镇等级规模空

间格局上，明清时期南京与苏州为区内的一级城镇，民国后，上海逐渐取代其地位，从五级城镇

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城镇，四级以上城镇主要集中在长江干流沿岸和太湖流域，五级以下城镇大

多集中在安徽；城镇体系呈首位型分布，城镇首位度较高，且改革开放后的城镇首位度较明清

与民国时期要高，不同等级规模城镇之间差距扩大，大城镇优势较强。近30年，长江沿岸城镇

发展加速，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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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流域在距今约4000~6000年前就已出现早期城镇[1]，长江三角洲在经历六朝至宋
元时期由微而盛逐步崛起的过程之后，区域城镇格局基本形成，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城镇
密度最高、城镇发展最快的区域[2]，并在21世纪初成为世界六大城镇群之一。在中国历
史上，长江三角洲开发后，在六朝、南宋与民国时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其他时期也
都处于经济中心的地位[3]。自隋唐以来，凭借自然地理条件优势，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经
济不断发展，成为中国主要的产粮地区。随着漕运开通，宋朝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呈
现“苏湖熟，天下足”的景象，明代江南地区水稻产量更达到全国的70%[4]。随着农业经
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快速增加，江浙地区人口在宋元时期已占全国的 26%，
人口密度达到 114人/km²，至清末，人口密度更达到 400人/km²[2]。至明朝运河全线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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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运河两岸城镇发展加快，沿岸著名工商业城镇（如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
兴、湖州等）的商业、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帝国主义的
经济入侵和内外贸易的扩大，上海港迅速取代广州港，成为全国外贸进出口的最主要港
口，逐步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

城镇发展并不是独立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存在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城镇，这些城
镇依靠江河、铁路等交通方式，通过人口迁移、商品流动等产生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形
成了一定的空间结构体系，这一体系既受城镇人口、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影响，同时
也推动城镇用地扩展、引导区域土地利用变化[5-9]。明代以来的近六百年是世界城镇发展
变化最快且最剧烈的阶段，中国也经历了人口增长加快、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以及传统
城镇向现代城镇转型、城镇现代化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等过程，由此引起城镇体系格局发
生重大变化[1]。长江三角洲城镇发展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研究该区域城镇空间扩张及
城镇体系空间演变对深刻理解其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和地方性，提升中国城镇化历史特色
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20年代国外相关学者就已开展对城镇体系的相关研究[10]，在历史城镇的研究
中，Bures等 [11]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地区历史城镇体系演变与影响因子做了相应的研究；
Osada[12]基于城镇人口的增长，分析了日本1970—1990年城镇体系的发展；Chandler[13]基
于人口普查、游记、军事、灾害等数据，形成各大历史时期世界重要城镇的人口数据；
Modelski[14]在Chandler[13]的研究基础上，运用Zipf法则，分析描述了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
2000年城镇等级与规模之间的联系；Gabaix[15]运用现代方法说明，不同经济结构和历史
的国家和地区的城镇都存在Zipf定律；Reba等[16]基于Chandler[13]与Modelski[14]的研究成
果，对两大著作中的数据进行集成、电子化、转录和地理编码等操作，恢复了过去6000
年以来世界城镇演化过程，对城镇区位和人口规模的演变信息进行分析，并形成了公元
前3700年至公元2000年世界城镇长时段历史数据库；Matsumoto[17]采用引力模型，通过
亚洲、欧洲和美洲城镇之间的飞机客流量与货运量数据，分析了1982—1998年间国际城
镇体系的空间联系关系。国内城镇体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0]，不少学者[1, 18-23]对中国
历史时期城镇的发展和演变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Fang等[24]和Zhou等[25]根据Zipf法则
分析研究了1949年以来中国城镇体系在不同时期政府城镇发展政策下的城镇规模分布；
吴宏岐[26]通过详实的史料，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分析总结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
城镇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互动演变的特点与规律；邹逸麟[27]对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
历史城镇的发展与区域地理环境变化及其规律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历史数据处理与获
取方法上，成一农 [28]、李孝聪 [29]归纳介绍了基于传统文献、古代地图与长期积累的经
验，在现代城镇中复原中国古代城镇外部形态的方法；陈刚 [30]对现代历史地理学新资
料、新方法与新技术应用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进展，强调了GIS技
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应用；谭瑛等[31]通过分析历史地图中隐含的空间要素与内涵
信息，详细阐述了历史地图解译的方法技术，解译并分析了潍坊白浪河中心区域的历史
空间格局；龚泽仪等[32]集合地学信息图谱、现代地图学与GIS工具，对明清及民国地图
进行矢量化并构建数据库，分析了明以来中国中心城镇空间格局演化；李建等[33]通过对
杭州古代城镇地图与城镇历史地图的转译，分析了南宋以来的杭州城镇格局；严巍等[34]

通过构建历史时空信息梯度网络，通过历史地图转译叠加，总结了洛阳城历史文化空间
变迁过程及特点；林忆南等[35]通过构建建设用地重建方法，恢复与重建了清代中期江苏
省建设用地数据。在定性研究方面，冯文勇等[36]以城址周长、城镇官职设置等指标分析
了鄂尔多斯地区自汉代以来城镇等级体系的基本状况；金勇强[37]通过史料分析，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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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地区唐至北宋时期城镇体系的特征及变化情况；张芳[38]结合历史资料，将现代城镇
体系与区域历史地理理论相结合，分析了明清时期辽东半岛城镇体系演变情况。在定量
研究方面，沈惊宏等[39]通过构建场扩散模型，结合扩散理论与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
1978年以来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场空间结构演化格局；管驰明等[40]综合城镇人口密
度、非农人口规模、城镇密度变化率和城镇规模结构，分析了百年尺度下中国城镇空间
分布格局演化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修琦等[41]综合历史文献，从城镇密度空间变化过程
分析了170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镇体系演变与土地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王茂军等[42, 43]利
用1932年民国时期山东省进口洋货流通数据以及1979年大宗商品的流向计划数据，分析
了民国时期山东省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子，以及1932—1979年城镇体系与地域
结构变动情况。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渊源，南
京、杭州、扬州、苏州、镇江等主要城镇在隋唐及之前就已建立，留存大量的历史文献
资料，为研究该区域城镇发展历史过程提供了数据支撑。现有研究多结合资料对区域内
单个城镇的历史变化过程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或通过现代数据解析当代区域城镇体系格
局，但历史时期区域整体性研究仍较为缺乏，而利用多数据源，全面分析历史时期城镇
形态，并对数百年时间尺度下区域城镇体系格局的分析尚属空白。

2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三角洲位于中国东部，地处长江流域下游长江入海口冲积平原；气候温和，雨
量适中，四季气候分明，属于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性气候；地形以平原为主，东临黄
海、东海，地跨长江，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带来江河及海上交通的便利。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唐朝中晚期时，就出现“扬
（扬州）一益（成都）二”的说法，南宋时期范成大在《吴郡志》中“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的描述，更体现出江南的繁荣与富庶。明清时期，南京、扬州、苏州等已发展成为
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镇，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之最；而上海地区的棉
布当时已畅销全国，有“木棉、文绫，衣被天下”之称。京杭运河的开通，直接影响了
区域的城镇格局，明代仅杭州至镇江段运河沿岸的主要城镇已达9个[2]。同时，长江三角
洲地区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并兼具中原、
江淮、金陵等多元文化特征。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经济区域”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不同。传统
意义上多指江南地区，就明清而言，江南地区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
州、嘉兴、湖州八府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44]；近代江南主要包括太湖平原、杭嘉湖
平原、宁绍平原和上海地区[45]。随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相互影响、城镇间的联系不断加
强，特别是明中叶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市场率先发展并日渐成熟，许多徽商在苏
浙沪地区活动频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长江三角洲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广义
上已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东部；在现代经济圈范围上，长江三角洲核
心区则包括了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16座城镇[46]。综合考虑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
区城镇发展联系、城镇经济水平及传统文化特征，参考国家发改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发展规划》 ①，研究范围包括（图 1）：① 上海市；② 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6月http://www.ndrc.gov.cn/

zcfb/zcfbtz/201606/t20160603_806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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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③ 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
华、舟山、台州；④ 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等，共26座城市。

3 研究方法与基础数据

本研究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自明朝以来具有连续记载的 113 座城镇作为研究对象
（表 1）。考虑到城镇连续变化过程及后期融合发展情况（后期逐步发展为 109座独立城
镇），故将部分现市辖区视为独立研究单元，具体处理情况如下：① 南京包括主城区
（江宁）、高淳、溧水、浦口、六合；② 常州包括主城区（武进）、金坛；③ 苏州包括主
城区（苏城）、吴江；④ 杭州包括主城区（杭城）、余杭、萧山；⑤ 宁波包括主城区
（甬城）、镇海；⑥ 台州黄岩区（台州）；⑦ 上海包括主城区（申城）、崇明、宝山、嘉
定、金山、奉贤、青浦、松江、南汇、川沙，随着城镇的不断扩张，萧山发展成为杭城
的一部分，宝山、南汇、川沙逐渐发展成为申城的一部分。
3.1 历史城镇数据收集与处理
3.1.1 历史数据与城镇建成区复原方法 本研究时间跨度长，期间共经历明、清、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阶段，所涉及的历史资料多样，数据处理方法也存在差异。历
史城镇边界获取的主要技术方法如图2所示。

（1）明清时代。主要采用历史学中古代城镇外部形态复原方法，对历史资料中记载
的城镇数据进行梳理整合，提取城镇历史要素，确定城镇历史空间要素的地理位置并进
行数字化转译，进而复原古代城镇外部形态[31-34]。城镇历史要素包括历史空间要素和历史

图1 研究区范围

Fig. 1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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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要素，空间要素包括城镇山水要素、城镇街巷要素、城镇建筑要素等。随着城镇的
不断发展，城镇街道作为城镇发展中最稳定的要素，以及古代城镇中保留的建筑（衙
署、寺庙、园林等）、沿用至今的地名等，都为古代城镇外部形态复原提供了重要依据[29]。

① 历史文献资料搜集。包括纸质资料、电子文献、历史地图、图书馆馆存史料等。
本研究主要依据《嘉庆重修一统志》 [47] 《中国古代城池基础资料汇编》等[48]对于古城池
筑城史、城周等的记载，结合各地方志、历史城镇街巷分布图、民国地形图、前人研究
成果等资料，整理分析城镇筑城史等情况。

② 城镇历史要素提取。主要指对城镇历史空间要素及城镇规模要素的提取。通过对

图2 典型城镇（扬州）历史形态复原过程示意

Fig. 2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 use of an ancient city (e.g. Yangzhou City)

表1 本研究所复原城镇统计（共113座）
Tab. 1 The statistics of reconstructed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区域

上海地区（10座）

江苏地区（33座）

浙江地区（39座）

安徽地区（31座）

复原城镇

申城、松江、奉贤、宝山、金山、嘉定、崇明、南汇、川沙、青浦

江宁、高淳、溧水、六合、浦口、无锡、江阴、宜兴、武进、溧阳、金坛、苏城、常熟、昆
山、太仓、吴江、南通、海门、如皋、盐城、东台、阜宁、扬州、宝应、高邮、仪征、镇
江、丹阳、句容、泰州、泰兴、兴化、靖江

杭城、富阳、临安、桐庐、萧山、余杭、甬城、奉化、宁海、象山、余姚、镇海、嘉兴、海
宁、海盐、嘉善、平湖、桐乡、湖州、安吉、德清、长兴、绍兴、上虞、嵊州、新昌、诸
暨、金华、东阳、兰溪、浦江、武义、义乌、永康、台州、临海、天台、仙居、温岭

合肥、巢湖、庐江、芜湖、南陵、繁昌、无为、当涂、含山、和县、铜陵、安庆、潜山、太
湖、桐城、望江、宿松、滁州、定远、凤阳、来安、全椒、天长、池州、青阳、宣城、广
德、绩溪、泾县、旌德、郎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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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资料的解读与整理，提取的城镇历史要素包括：城镇周边自然地形以及城镇的
主要形态、护城河位置、城周等；提取城镇街巷要素，包括主要街巷的位置与走向；提
取城镇建筑要素，包括城墙、城门（数量、名称）、典型地物（钟鼓楼、寺庙）等。

③ 数字化转译。根据历史文献资料中关于城墙、城门、典型建筑物（如钟鼓楼、寺
庙）等的记载，参考现代城镇地图或遥感影像，分析确定当前位置；以Google Earth为
底图，根据确定好的城门位置，绘制城镇范围并计算面积，根据历史文献资料中记载的
城周加以验证。

（2）民国时期。利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930年代民国军用地图（比例尺为1∶5万或
1∶10万），进行扫描和拼接修复后，选取标志性地物（如城门、湖泊、寺庙等）进行配
准并数字化。

（3） 现代。1970 年代数据采用 Landsat2-MSS 遥感影像 （分辨率为 57 m×57 m）
（http://glovis.usgs.gov/），在ENVI5.0软件中进行图像裁剪，并进行目视解译和数字化。
1980年数据采用Landsat TM遥感影像（分辨率为 30 m×30 m），并进行目视解译和数字
化。2000年和 201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www.
geodata.cn/）。
3.1.2 其他基础数据 除历史城镇复原数据外，本研究还收集了城镇人口数据以及近现代
城市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49]、中国人口地理信
息系统等研究成果（http://cpgis.fudan.edu.cn/cpgis/default.asp）、《中国人口史》 [50] 《中国
人口统计年鉴》 [5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52]《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5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口统计资料汇编》 [54]及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等；《江苏省及64县市志略》 [55]《中国近代化的
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年)》 [56]《江苏五十年》 [57]《江苏统计年鉴》 [58]及各市县统
计数据等；《光辉的60载：上海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9年》 [59] 《上海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历史统计资料（1949—2000年）》 [60] 《上海统计年鉴》 [61]及各县区统计数据
等；《安徽 60 年》 [62] 《安徽统计年鉴》 [63]及各县市统计数据等；《浙江统计年鉴》 [64]

《浙江省财政税务志》 [65]《浙江60年》 [66]及各县市统计数据等。
3.2 城镇建成区扩张过程演变分析

为分析城镇扩张时空变化特征，引入城镇的扩张速率和扩张效率，研究一定时期
内城镇建成区面积变化状况，以及城镇面积变化与人口变化的关系，计算方法为[67, 68]：

V =(Sit2
- Sit1

) /（t2 - t1） （1）

K = [ (Sit2
- Sit1

)/Sit1
] / [ (Pit2

-Pit1
)/Pit1

] （2）

式中：V 和 K分别表示城镇 i 在一定时期的扩张速率和扩张效率； i 表示城镇； t 表示时
间； t1 与 t2 分别表示研究时段期初与期末时间； Sit2

和 Pit2
分别为城镇 i 在期末 t2 时间下

的建成区面积和城镇人口； Sit1
和 Pit1

表示城镇 i 在期初 t1 时间的建成区面积和城镇人口。

参考文献[68，69]，理想状态下 K = 1.12 ，表明城镇规模与人口发展较为协调；当
K > 1.12 时，表明城镇扩张较快而扩张效率低；当 K < 1.12 时，表明城镇扩张较慢且扩张
效率低。
3.3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分析

为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综合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人
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总产值计算城镇规模，采用首位度指数、位序-规模法
则，分析近六百年来研究区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

（1）城镇规模。早期研究中，城镇规模多采用人口规模或经济发展水平（GDP）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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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70-72]；当前的研究更倾向将人口/GDP与更多社会经济指标复合后进行分析[73,74]。本文基
于历史数据的可得性，明清及民国时期综合城镇建成区面积与总人口，1949年后综合城
镇建成区面积、总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总产值，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城镇
规模，计算公式为[73]：

Git = Pit × Sit
2 （3）

Git = Pit × Sit × Eit × Mit
4 （4）

式中： i 表示城镇； t 表示时间； Git 表示城镇 i 在 t 时期下的规模。 Pit 、 Sit 、 Eit 和 Mit

分别表示城镇 i 在 t时期下的人口、城镇面积、第二产业总产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
研究根据城镇规模，采用K-均值聚类方法，将不同时期城镇划分为一级城镇、二级城
镇、三级城镇、四级城镇、五级城镇和六级城镇等6个等级（规模依次递减）。

（2）首位度指数。首位度最早由杰斐逊（Jefferson）提出，通过人口聚集程度研究
城镇规模分布规律，即首位城镇的人口数与第二位城镇的比值。随后有学者进一步提出
四城镇指数和十一城镇指数等[21,68]。本研究利用首位度指数，分析研究区内城镇规模的聚
集程度，计算公式为[68]：

W2 = G1/G2 （5）

W4 = G1 ( )G2 + G3 + G4 （6）

W11 = 2 × G1 ( )G2 + G3 +⋯ + G11 （7）

式中：W2 、W4 和W11 分别表示首位度二城镇、四城镇指数和十一城镇指数； G1,⋯,G11

表示降序排列的城镇规模。根据奥尔巴赫（F. Auerbach）的位序-规模原理，理想状态
下，首位度二城镇指数为2，四城镇和十一城镇指数为1，表示各个城镇分布均匀。

（3）位序-规模法则。位序-规模法则从城镇规模与城镇位序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区
域内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18, 21]。本研究利用该方法分析区域内城镇规模和城镇体系规模
位序关系的演变状况，计算方法见下式[68]：

ln( )Rit = ln( )At - α ln (Git) （8）

式中： Rit 表示城镇 i 在 t时期下的位序； Git 表示城镇 i 在 t时期下的规模； At 表示 t时期

下的一级城镇的规模； α为帕累托指数。
一般而言[21]，当 α >1时，城镇体系内的规模较小的城镇占优势，城镇首位度低，各

城镇等级呈位次分布；当 α <1时，区域内规模较大城镇占优势，城镇首位度高，各城镇
呈首位型分布；当 α =1时，称为Zipf定律，各等级城镇的规模为首位城镇规模自然序列
倒数的倍数。

4 城镇扩张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历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选取1461年（明天顺五年）、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
年）、1930年（民国中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970年、1980年、2000年与
2010年作为7个时间断面，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完整建城资料的113座城镇作为研究单
元，分析近六百年区内城镇建成区变化过程。

研究期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都经历了快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显著扩张。近
六百年来，所研究的城镇，在面积上共扩大了31.27倍，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上海地区（含
郊县），共扩大了63.41倍。而就申城（历史时期仅考虑上海县）而言，则扩大了415.64
倍。研究区内地级以上城镇（24座）建成区范围的变化过程见图3。

1051



地 理 研 究 38卷

图3 近六百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地级以上城镇建成区范围变化过程

Fig. 3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past 6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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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百年来，研究区内各城镇面积不断扩大，扩张速率不断加快，表现出明显的阶
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清至民国中期，城镇扩张较为缓慢，
研究区内大部分城镇未向外扩张修筑新城墙，所研究的城镇总面积由 205.98 km²增加到
281.46 km²，平均扩张速率仅为 0.16 km²/a。这一阶段内仅有 7 座城镇扩张效率大于
1.12，表明城镇扩张缓慢且效率较低。第二阶段为民国中期至改革开放前夕，至20世纪
70年代，城镇总面积增加到498.31 km²，平均扩张速率提升至5.42 km²/a，这一时期中国
天灾、人祸不绝，对研究区的影响更甚，总体扩张效率依然较低。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
后至2000年，城镇总面积增加到2717.49 km²，平均扩张速率达到73.97 km²/a，大多数城
镇扩张效率大于1.12，城镇扩张速度加快但扩张效率依然较低。第四个阶段为2000年至
2010年，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率进一步提升，城镇总面积增加到6442.19 km²，平均扩张
速率为372.47 km²/a。总体而言，研究区城镇扩张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
和加速阶段；明清至改革开放前，研究区城镇扩张速率缓慢且扩张效率较低；改革开放
后，城镇扩张进入快速发展时代，城镇面积显著增加，但城镇扩张效率依然较低，城镇
建设用地扩张与城镇人口增加不甚协调。在区域特征上，沿海沿江城镇的扩张速率高于
其他城镇，平原地区高于丘陵地区（图4）。快速扩张的城镇主要集中在上海、苏锡常都
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宁波地区。其中，位于上海地区与苏锡常都市圈（太
湖流域）的城镇，凭借其区位和资源优势，城镇扩张最快。同时，不同规模城镇的扩张
状况存在较大差距，规模较大的城镇在扩张速率上明显高于规模较小的城镇，且城镇规
模的相对差距不断加大。

图4 各城镇不同时期建成区扩张速率对比

Fig. 4 The comparison of urban expansion rate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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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

5.1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变化
将各时段下城镇等级投影到地图上（图5），可以反映出近六百年内研究区城镇体系

等级规模的空间分布情况。主要特征如下：
（1）明初。为缓和社会矛盾，提高社会生产力，明朝统治者采取了如普查户口、解

放驱口、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措施，鼓励农民生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
的发展，同时开展多项移民、招揽商户、恢复海上贸易等活动，开拓了国内外市场，全

图5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变化格局

Fig. 5 The evolution of scale structure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system

注：① 1461年（明朝）行政界线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75]；② 1820年与1930年行政界线分别来自

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ttp://yugong.fudan.edu.cn/index.php）中1820年与1911年府界数据；

③ 其余年份行政界线来自中国基础地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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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与手工业发展基本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明
代城镇的发展，这一时期，全国城镇数量较宋元时期有所增加，城镇人口增加，同时兴
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出现了全国性的筑城高潮。除经济繁荣对城镇发展的推动外，
明朝政治对城镇发展推动作用也十分巨大。明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较过去进一
步强化，因此这时的都城和府城发展很快。明代陆上交通较前朝更发达，加上运河水系
的发展刺激，各地城镇间联系更加紧密。当时，全国重要的工商业城镇基本都集中于运
河沿岸和太湖流域。应天（今南京）虽为都城，但其城镇规模尚不如苏州。同时，三级
以上城镇多集中在太湖流域和运河沿岸，而安徽地区多为五级、六级城镇。

（2）清代。康熙加强了黄河与运河治理，并积极推动江南经济发展。一方面清时期
政治、军事力量对城镇发展影响依然很大，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逐渐成为
许多大中城市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至乾隆朝，长三角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
业发展水平已超越明朝鼎盛时期。苏州依然是清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镇之一，其规模仅
次于北京；扬州作为漕运的枢纽和南北货物的集散地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南京作为两江
总督衙署，因交通便利，成为物阜民丰的工商业大都会；杭州作为清代中国的三大丝织
业中心之一，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镇。同时，清政府不断开辟商路，推动商品流
通。清代水路交通较明朝有较大发展，特别是水路运输发展较快，陆上运输在铁路兴起
前处于辅助地位。此时，南京作为该区域的中心城镇，是唯一一座一级城镇，三级以上
城镇依然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和运河沿岸，长江沿岸部分城镇的等级有所提升。

（3）清末。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上海、南通等通商口岸陆续开放，外国
资本主义侵入开埠城镇，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城镇早期现代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如1848
年到1915年间，上海租界面积扩大了12倍[1]。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洋务运动等一系列

“新政”改革实施，一批民族工业兴起，且大多是在省一级中心城镇和通商口岸城镇实
施，对此时城镇的发展推动作用十分明显，进一步带动了上海、南通、无锡等城镇的发
展。民国抗战前夕，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特别是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后的十年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这一
时期运河运输作用减弱，随着轮船航运业的发展，长江干流沿岸城镇得到较大发展；陆
上交通运输功能显现，铁路与公路在中国东部地区普遍修建，据20世纪30年代初统计，
江南地区铁路修筑比例占全国22%[1]，铁路兴起后，因其强大的运输能力，带动沿线城镇
增加和发展。这一时期，沿海沿江一带的城镇规模显著扩大。据统计，1937年抗战前
夕，上海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达1279家，占全国总数的32.5%[1]。此时，上海凭借内河航
运和海上运输的便利，加上多条铁路的修筑，其逐渐发展成为区域一级城镇，同时，其
中心城镇地位逐渐显现，以南京或苏州为中心的城镇格局逐渐被打破，而六级城镇主要
分布在安徽和浙江地区。

（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逐渐恢复并快步走向繁荣，城镇发展
速度也随之加快。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和稳健的工商业基
础，城镇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综合发展水平始终位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国家
政府在不同时段制定的城镇发展战略对区域城镇规模分布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1978年
前反城镇化战略，演变到1978—1999年间的反大城镇开发战略，再到2000—2012年间的
协调城镇化。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规模分布趋于稳定，2000年后城镇等级规
模分布趋于协调，四、五级城镇数量增加，上海的中心城镇地位更加稳定，沪宁合杭甬
发展带、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逐步形成并取得一定发展，浙、皖地区分布着较
多六级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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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空间结构演化
基于对各时期城镇规模的计

算，得到相应的城镇首位度（二城
镇、四城镇和十一城镇）指数，采
用位序-规模法则，对城镇规模进
行回归分析，得到各时段下城镇规
模与城镇位序双对数回归曲线，见
图6。

研究显示，首位度二城镇指数
均值为 2.08，四城镇指数均值为
0.88，十一城镇指数均值为 0.80，
位序-规模法则回归拟合的相关性
（R²）均在 0.86以上，且 α 值的估
计结果均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拟合效果较好。 α值均小
于 1，说明区内城镇规模差异较大，大城镇的规模发展速度总体上强于中小城镇，呈现
出首位型分布。研究期内首位度指数与 α值的变化也呈现了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明清至1970年，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区域的首位
城镇也由明时的苏州，发展至清朝的南京，至民国逐渐转为上海。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
度强化，都城和府城发展较快，长江、运河沿岸及太湖周边城镇因水运交通优势发展较
快，规模较大， α值均值为 0.93，首位度二城镇指数为1.43，规模较大城镇发展优势较
大，五级与六级城镇数量相对均衡，城镇等级规模分布较为集中；民国时期至1970年，
运河逐渐没落、海上航运和长江干流航运进一步发展，加上陆上铁路交通的兴起并逐渐
发展，部分长江干流沿岸及铁路沿线城镇发展加快，城镇规模增加，上海凭借其得天独
厚的优势，其一级城镇的地位逐渐显现并稳定发展，而运河沿岸部分城镇规模降低，此
时 α值均值为0.73，首位度二城镇指数为1.9，城镇等级规模差异增加，区域城镇等级规
模结构较明清时期不均衡，首位城镇优势更加凸显。总体上看，这一时期， α 值逐渐减
小，由最初的 0.97减小到 0.65，首位度二城镇指数由1.20增加到 2.71，这一时期城镇规
模等级体系不均衡程度逐渐增加，首位城镇与二级城镇差距逐渐凸显。

（2） 1970年至 2010年，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的增长，带动城镇的扩
张。这一时期，国家城镇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区域城镇等级规模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978—1999年间反大城镇开发战略的实施， α值由1980年的0.76增加到2000年的0.90，
首位度二城镇指数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小；2000—2012年实施协调式城镇化战略，区域内
四级城镇数量存在较小程度增加，区域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存在协调性发展趋势。总体上
看，这一时期， α值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增加到2010年的0.90，1980年之后首位度二
城镇指数超过理想值 2，说明位序靠前的城镇用地规模扩张较快，城镇之间的差距扩
大；上海维持其核心首位城镇的地位，且对区域其他城镇的影响力加强，城镇首位度明
显，核心城镇地位愈加突出。

总体上看，明清至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不均衡程度较低且逐渐增
加，首位城镇与二级城镇差距逐渐凸显；改革开放后上海作为区域首位城镇，其与区域
内二级城镇差距逐渐拉大，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不均衡程度增强，2000年后区域城镇等级
规模协调性分布显现，但较大规模城镇发展速度仍快于小规模城镇。

图6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位序-规模线性拟合

Fig. 6 Estimates for city rank-size rul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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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历史时期城镇的发展以及城镇体系的演变是朝代更替、自然地理条件、行政演变、
基础交通条件、城镇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制度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江三角洲的城镇形
成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六朝至宋元期间，经历了由微而盛逐步崛起的过程，城镇分布
的格局基本形成，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经济走向成熟发展，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了走向近现
代的转型[2]。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和稳健的工商业基础，城
镇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为分析明清以来区内城镇扩张与
城镇体系演变，本研究基于历史文献资料、古地图以及现代遥感数据等，复原（提取）
了1461年、1820年、1930年、1970年、1980年、2000年和2010年等7个时间断面113座
城镇的建成区范围，采用扩张速率、扩张效率、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对近六百
年区内城镇空间扩张及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进行了探索，取得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近六百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迅速，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显著。所研究
的城镇总规模扩大了31.27倍，其中江、沪地区的城镇规模增长更为显著，而规模增加最
大的是上海地区（含所属郊县），研究期内城镇面积扩大了63.41倍；

（2）在城镇扩张速率上，明清以来共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加速
阶段等4个阶段，但城镇面积与城镇人口发展难以匹配，不同规模的城镇发展也不甚协
调，城镇扩张效率仍然较低。在空间分布上，区内城镇发展不均衡，江、沪地区及太湖
周边城镇的扩张较快；

（3）在城镇体系演变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属于首位型分布，城镇首位度较高，二级
以上城镇的地位及影响力较为突出。明清时期，南京与苏州由于政治优势及漕运之便，
是区内规模最大的城镇。民国后，上海凭借其海上交通便利，逐渐由五级城镇发展成为
区域核心城镇，并随着长江三角洲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其核心地位与影响力愈加增
强。同时，由于区内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城镇发展较明清时期不均衡程度有所扩大，不
同等级城镇发展差距拉大，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等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毋庸讳言，受基础数据、技术方法等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有待在后续研究
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一是，基础数据有待深化。受历史文献资料和数据解读能力的限
制，本研究尚未对城镇内部土地利用分区、细部城镇空间格局、内在土地利用强度等进
行挖掘，未能深入分析城镇内部用地特征与空间转换特点；二是，现代城镇体系研究的
理论与方法已较为成熟，而其之于历史城镇分析的有效性仍有待商榷；三是，在历史城
镇化进程中，有效衡量不同等级城镇发展的均衡度，判断其等级结构的合理性仍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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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areas and urban system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past 600 years

QIN Lijun1, 2, JIN Xiaobin1, 2, 3, JIANG Yuchao1, XUE Qiaofeng1, CHENG Yinong4,
LONG Ying5, YANG Xuhong1, 3, ZHOU Yinkang1, 2, 3

(1.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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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210023, China;

3. Natural Resource Research Centre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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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extracted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ancient maps and remote
sensing, qu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method of ancient city from history study, this study
reconstructed urban areas of 113 cities and tow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iming to analyze the expansion progress of urban area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system of this region since the Ming Dynasty, we took the years of 1461, 1820, 1930, 1970,
1980, 2000 and 2010 as time sections, and adopted the urban expansion rate, urban expansion
efficiency, urban primacy index and rank-size rul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urban
area of 113 cities increased markedly in the past 600 years. The average increment is 31.27
times as 1461’s, from 205.98 km² to 6442.19 km², and Shanghai region has the greatest
increment, 63.41 times as 1461’s. The urban expansion of the past 600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rocesses: the embryonic stag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tarting stage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growing stage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2000)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21st century). The urban
expansion rate was accelerating while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expans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2) As for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cities of Suzhou and Nanjing were the
largest ones in the reg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hanghai substituted Suzhou and
Nanjing and became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Large and medium scale citie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the
Taihu Lake Basin, while the small- scale cities were mainly in Anhui Province.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in urban system appeared to be the first- place pattern. The urban primacy index
was high and the urban primacy index was low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large-
scale cities had more advantages and they developed faster, resulting in a wider gap between
different scale cities.
Keywords: urban system; spatial pattern; land us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ast 6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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